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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使用 CHIP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四轮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的

消费贫困进行分析发现: 从 1995 到 2018 年，中国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农村家庭生活得

到显著改善; 与此同时，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食品烟酒支出占比大幅下降，

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占比、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和居住支出占比不断提高; 基于 2010 年不变价人均纯收

入 2300 元农村扶贫标准和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3. 2 美元中低收入国家贫困标准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家

庭消费贫困指数显著下降; 对消费贫困指数变化的来源进行分解发现，经济增长是消费贫困下降的主要因

素，而家庭从农业转向非农经济活动是贫困比例下降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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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贫困的概念和定义不断变迁。20 世纪初，贫困通常被定义为物质贫困; ① 1970 年代，贫困

被视为个人能力的缺失，如受教育程度低下、身体健康状况不良等; ② 进入 21 世纪以后，Alkire 和

Foster 提出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③ 自 2016 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 “两不愁三保障” ( 不愁吃、不

愁穿;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的农村家庭脱贫基本标准。尽管贫困的定义及测算

方法不断优化，收入贫困的定义和测量依然占据核心的位置。
就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的比较而言，阿玛蒂亚·森认为消费应该被归类为贫困的直接测算方法，

而收入则是贫困的间接衡量方法，直接测算方法确认了那些不能满足最低消费标准的人群，而间接测

算方法只是识别那些没有能力满足基本需要的群体。④ 很多学者认同这一观点。Deaton 认为消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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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地衡量人们的福利水平; ① Cutler 和 Katz 发现，消费的波动性更小，相对于收入而言，消费或

许是测算贫困的更好方法。②

国际上已有较多关于消费贫困的研究。Pendakur 指出，1969—1998 年，加拿大的消费贫困呈现

“先减少后增加”的态势，且与收入贫困及其变化存在不一致的情况。③ Sumarto 等使用 2004 年印度

尼西亚的数据分析表明，使用消费相关模型预测家庭支出及贫困表现最佳。④ Meyer 和 Sullivan 指出，

在识别最弱势人群及其贫困的变化态势方面，消费贫困优于官方贫困标准。⑤ McKay 指出，2001—
2010 年期间，卢旺达的消费贫困变化呈现从缓慢到迅速的转变。⑥

关于中国家庭消费贫困变迁的研究较少。韩秀兰使用 CHFS2011 数据，分析了消费构成对居民家

庭福利的益贫性改善，发现食品原材料、取暖、日用品、通讯以及医疗保健等生活必需品的益贫指数

较大，而教育消费呈现非益贫性特征。⑦ 郑晓园发现鄂东 S 镇随着收入型贫困的减缓，因消费超支而

导致的消费型贫困日益显现。⑧ 陈云发现加强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是消费社会缓解贫困的重要途径。⑨

陈志钢等认为，单从收入视角判断，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均超过了设定的贫困标准，而消费视角下

的农民工贫困问题则更为严峻。瑏瑠

本文使用 CHIP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四轮入户调查数据，对 1995—2018 年期间中

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变迁进行分析，并考察消费贫困变化的根源及途径。

一、数据和研究方法说明

为了追踪中国收入分配的动态情况，中国家庭收入项目 (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瑏瑡 自 1989 年开始，对全国 28 个省 ( 市、自治区) 开展入户调查，至今已完成了 6 轮调查工

作。CHIP 收集了家庭详细的收支信息，为收入、消费及不平等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微观数据支持。
CHIP 数据调查是在国家统计局 ( NBS) 全国家庭入户调查的样本基础上的抽样，具有全国代表性。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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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CHIP2007 年入户数据只涵盖了 9 个省份，全国代表性较差，故本文只选取 CHIP1995 年、
2002 年、2013 年、2018 年等四轮入户调查数据展开农村家庭消费及其贫困的分析。四轮调查中农村

家庭样本数分别为 7998 户、9200 户、9973 户、9076 户。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在 CHIP 调查中，消

费支出项目主要包括食品烟酒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

支出、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居住支出、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八大类。值得一提的

是，农村虽然不存在住房交易市场，但由于自住房存在机会成本，因此需要对农户自住房租金进行测

算，并将其纳入居住支出中。本文直接使用 Khan 和 Ｒiskin 在研究中国农村收入及其分布时的自住房

租金估算公式，即自住房租金估算= 0. 08* ( 重置房屋成本－建房贷款) 。①

消费指标构建上，考虑到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开支是农村家庭的最初级消费需求，而教育文

化娱乐及服务、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相对高级且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本文分别构建并测算了包含

与不包含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总消费、基本消费，并比较两者的异同。
在指标可比性上，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物价差异，本文使用 Brandt 购买力平价下的地

区消费物价指数，统一调整为 2018 年现价下的消费水平。② 此外，家庭消费存在规模效应，如家庭

成员共同使用暖气等公共物品，需要对家庭消费进行折算，以体现真实的人均消费水平。本文直接采

用 OECD 普遍使用的等尺度系数进行折算。③ 具体而言，家庭第一个成人的消费权重为 1，其他成人

的消费权重为 0. 7，每个 16 岁及以下未成年人的消费权重为 0. 5。在经过等尺度系数的调整后，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人均基本消费分别提高了 37. 34%、34. 52%、28. 03%和 28. 98%; 相

应地，人均基本消费分别提高 37. 25%、34. 41%、27. 92%和 28. 97%。

表 1 等尺度系数调查前后人均消费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维度
1995 2002 2013 2018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人均全部消费

均值 /
标准差

3078. 53
( 2450. 45)

4228. 14
( 3132. 97)

3782. 42
( 2668. 05)

5088. 00
( 3410. 01)

10 598. 67
( 10 024. 54)

13 568. 96
( 12 192. 08)

11 731. 59
( 14 272. 1)

15 131. 95
( 15 791. 0)

最小值 359. 60 474. 16 682. 39 973. 24 0. 00 0. 00 1044. 97 1523. 92
最大值 84 453. 43 99 356. 98 101 469. 10 126 836. 40 445 964. 20 524 663. 70 1 049 231. 00 1 049 231. 00

调整后增幅 37. 34% 34. 52% 28. 03% 28. 98%
人均基本消费

均值 /
标准差

2830. 14
( 2207. 19)

3884. 32
( 2834. 90)

3363. 25
( 2389. 52)

4520. 64
( 3044. 81)

8948. 64
( 7950. 79)

11 447. 18
( 9743. 14)

9249. 03
( 7675. 93)

11 928. 26
( 9574. 05)

最小值 349. 03 470. 38 567. 26 886. 34 0. 00 0. 00 788. 23 1050. 97
最大值 84 453. 43 99 356. 98 100 741. 70 125 927. 10 111 809. 10 131 540. 20 167 186. 00 167 186. 00

调整后增幅 37. 25% 34. 41% 27. 92% 28. 97%
家庭数 7998 7998 920 9200 9973 9973 9076 9076

说明: 数据来源于 CHIP 数据。

贫困线方面，本文直接使用中国农村扶贫标准，即 2010 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④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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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方贫困标准线高于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1. 9 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① 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本文

还使用了世界银行 2011 年购买力平价下的每人每天 3. 2 美元的中低收入贫困线。②

二、中国农村家庭消费现状

1. 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从图 1 家庭人均消费密度曲线看，1995 年和 2002 年的分布密度曲线较相似，2013 年和 2018 年

的分布密度曲线比较相近。2002—2013 年，家庭人均消费变化比较显著。在此期间，家庭人均消费

密度需求大幅度右移且较分散。这意味着在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消费差距也在扩大。
对比人均全部消费和人均基本消费的分布密度曲线发现，1995—2002 年，人均全部消费和人均

基本消费比较集中，且两者非常贴合，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农村家庭消费以基本的衣、食、住、行

为主，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较小。然而，2002—2018 年，家

庭人均消费密度曲线右移，人均全部消费与人均基本消费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教育

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逐步提高，两者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日益增加。

图 1 1995—2018 年家庭人均总消费、人均基本消费的分布密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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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消费构成发生显著变化

由表 1 可见，1995—2018 年，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居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其中，人均全部消费从 1995 年的 4228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5 132 元，后者是前者的 3. 56 倍; 人均基

本消费从 1995 年的 3884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1 928 元，后者是前者的 3. 07 倍。人均基本消费增速低

于人均全部消费的增速，这意味着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速幅度更大。其中，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从 1995 年的 403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413 元，增长了 9. 95 倍; 人均医

疗保健支出从 1995 年的 209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369 元，增长了 19. 9 倍。
农村家庭消费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食品等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支出占比不断下降，教育文化

娱乐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居住支出的占比不断上升。以人均总消费的构成为例，1995—2018
年，食品烟酒支出占比从 66. 98%下降到 33. 80%，下降了 33. 18 个百分点; 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

占比从 4. 53%增加到 9. 51%，增加了 4. 98 个百分点; 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从 2. 72%增加到 9. 60%，增

加了 6. 68 个百分点; 居住支出占比从 11. 78%上升到 23. 33%，增加了 11. 55 个百分点。
3. 不同群体的消费水平、消费构成变化呈现较大差异

过去 20 多年间，尽管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不断攀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群体的消费变化趋势

是一致的。为了深入考察不同群体消费水平的变化差异，对人均消费进行十等分后发现: 1995—2018
年，不同群体人均消费水平均有增加，低分位点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低于高分位点的人均消费增长率。
以人均全部消费为例，十分位点和九十分位点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 6%和 5. 9%，前者比后者低 1. 3
个百分点。人均基本消费呈现与人均全部消费相似的变化规律。

表 2 农村家庭消费及其构成 ( 元; %)

1995 2002 2013 2018
人均全部

消费

人均基本

消费

人均全部

消费

人均基本

消费

人均全部

消费

人均基本

消费

人均全部

消费

人均基本

消费

均值 4228. 14 3884. 32 5088. 00 4520. 64 13 568. 96 11 447. 18 15 131. 95 11 928. 26
中位数 3582. 86 3310. 04 4264. 13 3837. 07 10 393. 28 8529. 63 12 060. 88 9467. 60

消费构成占比

食品烟酒 66. 98 72. 09 52. 70 58. 10 33. 71 39. 52 33. 80 41. 98
衣着 5. 64 6. 14 4. 82 5. 37 5. 68 6. 73 5. 27 6. 63

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务
4. 00 12. 71 2. 91 24. 32 5. 36 35. 45 5. 79 7. 16

居住 11. 78 4. 34 22. 06 3. 22 30. 68 6. 27 23. 33 28. 47
交通通讯 1. 61 1. 75 4. 79 5. 34 8. 56 10. 10 11. 06 13. 69
教育文化

娱乐及服务
4. 53 5. 25 7. 54 9. 51

医疗保健 2. 72 4. 23 6. 82 9. 60
杂项商品

和服务
2. 74 2. 98 3. 24 3. 65 1. 64 1. 94 1. 65 2. 07

观测值数 7998 7998 9200 9200 9973 9973 9076 9076

说明: 2002 年调查数据只报告了各项粮食消费量，未报告相对应的市场价格。本文以 1995 年各省粮食的平均价格作为

基准，根据 Brandt 各地区物价指数调整换算为 2002 年各省的粮食价格，再计算农户的自产自销部分。资料来源于 CHIP。

不同样本期间呈现出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1995—2002 年，各个十分位点的消费增幅差异不大，

2013—2018 年，低分位点的消费增幅甚至略高于高分位点的消费增幅。2002—2013 年，人均消费大

幅度增加，不同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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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5—2013 年消费构成的变化情况 ( %)

如图 2 所示，不同群体间的消费构成变化也呈现不同特征。1995—2018 年，各十分点上的食品

烟酒支出份额都在不断下降，然而，截至 2018 年，仍有 20%左右的群体该指标占比大于 40%; 随着

分位点的增加，衣着支出占比略有提高; 交通通讯支出占比不断增加，高分位点的增幅比低分点的增

幅大; 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占比不断增加，尤其是中间分位点群体的增幅比例更大，这可能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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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产阶级更希望通过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下一代的福利水平; 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不断提高，

对于高分位点家庭，或许可以解释为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更加关心健康保健，对低分位点家庭，则意

味着家庭医疗负担较重。
综上所述，1995—2018 年，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与此同时，

农村家庭消费以初级的衣食住行为主不断向更高级的交通、教育、医疗消费转变。不过，不同时期、
不同群体的消费变化呈现不同特征。其中，1995—2002 年，不同群体的消费差距并不明显，2002—
2013 年，不同群体的消费差距不断扩大，2013—2018 年，不同群体的消费差距有所缩小。

三、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现状及其变化来源分解

1. 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现状及其变化趋势

表 3 报告了 1995—2018 年期间，使用 2010 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和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3. 2
美元分别测算的农村家庭消费贫困指数以及反映消费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结论显示: 1995—2018 年，

人均全部消费或人均基本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贫困深度指数、贫困深度指数的平方均有下降。
按照 2010 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测算，人均全部消费的贫困比例从 1995 年的 33. 53%下降

到 2002 年的 20. 49%，再减少到 2013 年的 1. 15%，进而减少到 2018 年的 0. 58%，① 1995—2018 年，

消费贫困比例下降了 32. 95 个百分点; 相应地，人均基本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分别为 40. 30%、
28. 15%、2. 40%、1. 87%。② 根据世界银行 2011 年购买力平价下的每人每天 3. 2 美元的中低收入贫

困线标准，在四轮调查年份里，人均全部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分别为 63. 02%、48. 71%、5. 28%、
2. 60%，人均基本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分别为 70. 01%、57. 95%、9. 35%、6. 88%。贫困差距指数及

其平方均下降明显，与贫困比例呈现类似的规律。由此可见，不管是 2010 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的农村贫困线扶贫标准，还是世界银行 2011 年购买力平价下的每人每天 3. 2 美元的中低收入贫困

线标准，基于消费衡量的贫困指数都在大幅度下降。
从反映消费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看，1995—2018 年，基尼系数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以人均全

部消费为例，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 28 增加到 2013 年的 0. 37，最后降低到 0. 35，与图 1 人均消费

密度分布曲线展示的规律相符。
表 3 基于消费衡量的贫困指数 ( %)

1995 2002 2013 2018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2010 年不变价 2300 元
贫困比例P0 33. 53 40. 30 20. 49 28. 15 1. 15 2. 40 0. 58 1. 87
贫困深度P1 7. 75 9. 74 3. 80 5. 69 0. 18 0. 40 0. 10 0. 33
贫困深度

的平方 P2
2. 69 3. 51 1. 09 1. 72 0. 05 0. 11 0. 03 0. 09

每人每天 3. 2 美元 ( 2011 年购买力平价)

贫困比例，P0 63. 02 70. 01 48. 71 57. 95 5. 28 9. 35 2. 60 6. 88
贫困差距，P1 19. 68 23. 12 12. 69 16. 55 0. 96 1. 89 0. 49 1. 38

贫困差距
的平方，P2

8. 18 9. 98 4. 57 6. 36 0. 28 0. 58 0. 15 0. 44

基尼系数 0. 28 0. 22 0. 29 0. 21 0. 37 0. 34 0. 35 0. 31
说明: 贫困线按 2010 年不变价 2300 元计算，2013 年为 2756 元。2011 年的 3. 2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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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等尺度系数调整前的人均全部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为 61. 89%、42. 13%、4. 55%。
等尺度系数调整前的人均基本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为 70. 81%、55. 74%、8. 17%。



ICP 农村调整汇率为 3. 04) 相当于 2018 年农村价格下的 4193. 378 元。① 数据来源于 CHIP。

值得一提的是，贫困比例对贫困标准线的设定比较敏感，本文根据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的多重贫

困线，绘制贫困比例曲线，旨在观察不同贫困线下的贫困变化趋势是否稳定。从图 3 中可以发现，不

论如何选择贫困线，1995—2018 年，基于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不断下降，2002—2013 年，贫困比例

下降幅度尤其明显。

图 3 人均全部消费、人均基本消费 ( 右) 的贫困比例曲线 ( %)

2. 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变化的根源分解

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都有可能对消费贫困产生积极的影响。根据 Datt and Ｒavallion 的方法，本

文将消费贫困指数的变化分解为经济增长因素和再分配因素。② t1 年至 t2 年，农村家庭贫困指数的变

化分解如下:

Pa2 － Pa1{

贫困变化

= Pa μt2，πt1( ) － Pa μt1，πt1( )[ ]

             

C1

+ Pa μt1，πt2( ) － Pa μt1，πt1( )[ ]

             

+ Ｒ /ref = 1
C2

其中，Pa2 －Pa1 表示 t1 年到 t2 年期间农村家庭贫困指数的变化 ( a 取值为 0，1，2。取 0 代表贫困

比例; 取 1 代表贫困深度; 取 2 代表贫困深度平方) ; μ 代表经济增长相关参数; π 代表再分配相关参

数; Ｒ 表示残差; ref = 1 代表基年。
表 4 报告了农村家庭贫困指数的分解情况。1995—2018 年以及子样本期间的贫困指数变化的分

解共同表明: 经济增长是农村家庭贫困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再分配因素对农村家庭贫困指数下降产

生抑制作用。其中，1995—2002 年，经济增长对贫困指数下降起主导性作用; 2002—2013 年，经济

增长和再分配因素对贫困变化的影响系数较大，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大于再分配因素的负向影响;

2013—2018 年，经济增长和再分配因素的影响系数很小。
下面使用 CHIP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入户调查数据，构建以省为单位的面板数据，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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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Francisco H. G. Ferreira，Shaohua Chen，Andrew Dabalen，et al.， “A Global Count of the Extreme Poor in 2012: Data Issues，
Methodology and Initial Ｒesults，”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Vol. 14，No. 2，2016，pp. 141－172.

Gaurav Datt，Martin Ｒavallion，“Growth and Ｒedistribution Components of Changes in Poverty Measures: A Decomposition with Appli-
cations to Brazil and India in the 1980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 38，No. 2 ，1992，pp. 275－295.



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进一步佐证上述分解的结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 ( fixed－effect) 回归方程如下:

Pit = ci + rit + git + δi + θt + uit

其中，Pit 表示各省贫困指数; rit 表示各省人均消费均值的对数; git 表示各省基尼系数; ci 为常数;

δi 是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特征; θt 是调查时间的虚拟变量; uit 为误差扰动项; i 是省份。
从回归结果看，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增长对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贫困深度指数、贫困深度指数平

方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尼系数对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贫困深度指数、贫困深度指数平方的影

响为正，但是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1995—2018 年，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提高是农村家庭

消费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 4 按增长因素和再分配因素分解农村贫困指数的变化 ( %)

贫困比例 贫困深度指数 贫困深度指数平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1995—2002
增长因素 －14. 00 －13. 75 －3. 78 －3. 87 －1. 40 －1. 51

再分配因素 1. 58 0. 80 0. 11 0. 04 0. 15 0. 22
残差项 －0. 62 0. 81 －0. 28 －0. 22 0. 05 －. 05

2002—2013
增长因素 —20. 45 —27. 98 －3. 80 －5. 67 －1. 09 －1. 72

再分配因素 12. 59 13. 51 5. 34 6. 68 2. 48 3. 35
残差项 －11. 45 －11. 24 －5. 16 －6. 30 —2. 43 －3. 24

2013—2018
增长因素 －0. 55 －0. 40 －0. 08 －0. 08 －0. 02 －0. 02

再分配因素 －0. 12 －0. 21 －0. 01 0. 00 －0. 00 0. 01
残差项 0. 09 0. 04 0. 01 0. 01 －8e－4 3e－4

1995—2018
增长因素 －33. 40 －39. 76 －7. 73 －9. 64 —2. 68 －3. 48

再分配因素 8. 40 7. 98 4. 84 5. 55 2. 58 3. 15
残差项 －7. 96 －6. 64 －4. 76 －5. 33 —2. 55 －3. 09

说明: 数据来源于 CHIP。
表 5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系数

贫困比例 贫困深度指数 贫困深度指数平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基尼系数
7. 87

( 46. 61)
4. 88

( 49. 97)
3. 31

( 13. 48)
7. 56

( 16. 13)
1. 48

( 5. 28)
3. 82

( 6. 69)

人均消费的对数
－46. 20＊＊＊

( 14. 75)
－31. 41＊＊

( 14. 85)
－13. 26＊＊＊

( 4. 26)
－9. 49*

( 4. 79)
－4. 89＊＊＊

( 1. 67)
－3. 71*

( 1. 99)

常数
445. 29＊＊＊

( 141. 20)
302. 51＊＊

( 142. 53)
127. 16＊＊＊

( 40. 83)
88. 83*

( 46. 00)
46. 78＊＊＊

( 15. 98)
34. 38*

( 19. 09)

观测值 52 52 52 52 52 52
Ｒ 平方 0. 54 0. 51 0. 51 0. 46 0. 49 0. 46

说明: ＊＊＊p＜0. 01，＊＊ p＜0. 05，* p＜0. 1; 数据来源于 CHIP1995—2018。

3. 按照农村家庭从事经济活动类型对贫困变化进行分解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或在当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对农

村家庭收入来源产生很大的影响。
根据农村家庭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本文将其划分为三种互不交叉的类型: 仅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家

庭、仅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家庭、既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又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家庭。在以上三类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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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互斥的情况下，消费贫困指数的变化可分解为组内效应变化因素和组别间人口份额变动因素。①

组内效应是指从事该类型经济活动自身的贫困比例变化，组别间人口份额移动效应是指家庭从事某种

经济活动类型向其他经济活动类型转变导致的变化，交互效应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Pt+1 － Pt{
贫困变化

=∑
2

i = 1
Pi

t+1( － Pi
t ) ni

t
       

E1

+∑
2

i = 1
ni
t+1( － ni

t ) Pi
t

       

E2

+∑
2

i = 1
Pi

t+1( － Pi
t ) ( ni

t+1 － ni
t )

           

E3

其中，Pi
t+1 、P

i
t 代表 i 组在 t 期、t + 1 期的贫困比例，ni

t+1 、n
i
t 代表 i 组在 t 期、t + 1 期的人口份额。

Pt+1 － Pt 表示从 t 期到 t + 1 期农村家庭贫困比例变化。
从表 6 可以看出，1995—2018 年，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农村家庭比例不断上升。其中，仅从事

农业经济活动的家庭比例从 27. 94%下降到 4. 78%，下降了 23. 16 个百分点; 既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又

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家庭比例从 50. 93%上升到 54. 95%，上升了 4. 02 个百分点; 仅从事非农经济活

动的家庭比例从 21. 13%上升到 40. 27%，上升了 19. 14 个百分点。农村家庭从事经济活动类型的演

进，表征着农民将经济活动从农业拓展到非农业，非农经济活动逐渐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表 6 按照家庭从事经济活动类型分解贫困比例 ( %)

经济

活动

类型

1995 2018 以下因素对贫困比例变化的贡献

各组人

口比例

贫困比例

全部

消费

基本

消费

各组人

口比例

贫困比例

全部

消费

基本

消费

组别间

人口移动
全部

消费

基本

消费

组内效应

全部

消费

基本

消费

交互效应

全部

消费

基本

消费

纯农业 27. 94 39. 24 46. 76 4. 78 0. 23 1. 38 －9. 09 －10. 83 －10. 90 －12. 68 9. 04 10. 51
农业兼

非农
50. 93 31. 30 38. 15 54. 95 0. 72 2. 37 1. 26 1. 53 －15. 57 －18. 22 －1. 23 －1. 44

纯非农 21. 13 31. 36 36. 92 40. 27 0. 44 1. 26 6. 00 7. 07 －6. 53 －7. 54 －5. 92 －6. 83

从人均基本消费贫困比例来看，1995 年，仅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农村家庭的贫困比例最高，达

到 46. 76%; 仅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农村家庭的贫困比例最低，为 36. 92%; 既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又

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农村家庭的贫困比例介于两者之间，为 38. 15%。2018 年，仅从事非农经济活动

的农村家庭的贫困比例依然最低，为 1. 26%。
从贫困比例变化的分解情况看，组内效应会导致三种类别农村家庭消费贫困比例的下降，组别间

人口移动效应、交互效应主要减少仅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家庭的贫困比例，增加其他两个类别农村家庭

的贫困比例。这再次表明，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是贫困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但农村家庭从

事农业经济活动转向非农经济活动，也是贫困比例下降的有效途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CHIP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四轮入户调查数据对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及其

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首先，1995—2018 年，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居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不管

贫困标准线如何设定，基于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贫困深度指数等都迅速下降。其次，在人均消费水

平提高的同时，农村家庭消费构成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其中，食品烟酒支出占比不断下降，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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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tin Ｒavallion and Monika Huppi，“Measuring Changes in Poverty: A Methodological Case Study of Indonesia during an Adjustment
Period，”World Bank Economic Ｒeview，Vol. 5，No. 1，1991，pp. 57－82.



娱乐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以及居住支出的比重不断攀升。对消费贫困变化的根源分解发现，经

济增长是消费贫困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从事非农经济活动是农村家庭增加收入、减少消费贫困的有

效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群体的家庭消费变化呈现不同特征。低分位点群体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低于高

分位点的人均消费增长率，消费不平等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从消费支出构成看，尽管食品烟酒支出

比例不断下降，但仍有 20%左右的农村家庭该比例在 40%以上。研究表明，城乡家庭消费水平差距

在 10 年左右。① 这意味着，如果农村家庭收入能够不断增加，我国农村家庭消费提升的潜力巨大。
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交通通讯等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也有助于降低农村居民的防御性

储蓄和增加消费。
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和农村家庭从事非农活动是我国农村居民脱贫的主要动力。然而，这种市场

经济的涓滴效应 ( trickle－down effect) 无法消除存在于革命老区、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顽固性

贫困。为此，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掀起了 2020 年彻底消除贫困的脱贫攻坚战。通过脱贫攻坚战和东

西协作扶贫，进驻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东部企业把当地农副产品销售至全国，将 “扶贫车间”开到家

门口，为那些无法走出家门的少数民族女性同胞提供了脱贫致富的就业机会。可以说，脱贫攻坚战和

东西协作扶贫推动中西部地区及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阶段。
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况下，发达国家都在促使制造业回流以增加就业和挽

救中产阶级的塌陷，并对我国进行高技术封锁。我国在强调高技术产业自主性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也

应该注意不要步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外流的后尘，保持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过分外流，即保持

制造业体系中的高、中、低水平企业的合理配置，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中西部

相对不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的增加。
尽管我国贫困人口在 2020 年成功实现整体脱贫，但是地震、洪涝、疫情等自然灾害和经济波动

的发生依然会使很多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村脆弱群体再次陷入贫困。党中央也一再强调，在 2020 年底

全面脱贫后，继续保持扶贫政策的稳定。为此，只有建立防范各种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对脆弱

群体有补贴的保险机制才能有效防止贫困的再次发生。此外，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后，扶贫战略要从关注绝对贫困向关注相对贫困转变，扶贫标准要从单一的收入消费标准向更高水

平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转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乡村

振兴、消费扶贫等方式不断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逐步缩小不同人群

的消费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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